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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消费意愿的反应机制
———品牌拟人化和产品类型的匹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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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消费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消费者如何践行绿色消费、如何

对绿色产品形成绿色消费意愿是绿色消费研究的重点领域方向。 为此,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探讨品牌拟人化类型与

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及其反应机制。 研究主要发现:①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

的绿色消费意愿。 对于实用型产品,能力型拟人(vs. 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享乐型产品,温暖型

拟人(vs. 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②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中介品牌拟人化类型和产品类型的

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 ③消费动机(利己动机 vs. 利他动机)调节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 基于以上结果,研究丰富了品牌拟人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品牌拟人化类型的选择、绿色产

品的宣传、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及行为等提供现实参考价值。
 

关键词:
 

品牌拟人化;
 

绿色感知质量;
 

绿色感知价值;
 

消费动机;
 

绿色消费意愿

中图分类号:
 

F713. 55;
 

F273. 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4)04-0088-12
DOI:10. 12404 / j. issn. 1002-980X. J23102307

一、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贯彻发展,我国作出力争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2060 年实

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绿色消费与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聚焦到营销视角,消费

者如何践行绿色消费、如何对绿色产品形成绿色消费意愿是绿色消费研究的热点方向。
绿色产品在生产、使用及处置方面相比传统产品具有优越的环境性能,有利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生态发展的可持续[1] ,基于产品类型分类标准,实用型绿色产品是满足消费者健康、安全、经济、质量等

功能性利益诉求的绿色产品;享乐型绿色产品是满足消费者情感、体验等情感及社会性利益诉求的绿色产

品[2] 。 已有研究指出,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3] ,能力型拟人、温暖型拟人与实用型产

品、享乐型产品存在一致性匹配关系,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型产品相匹配,温暖型拟人与享乐型产品相匹配。
具体到绿色产品,品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所呈现的功能、情感及社会价值会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意愿[4] ,因此,品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作用对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具积极效应。
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不仅可以促进消费者的认知、情感等积极反应,还能促进消费者的绿色购

买意愿[5] ,但较少有研究将品牌拟人化与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相匹配。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认为品

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存在心理解释机制,即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

价值。 考虑到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的动机[6-8] ,品牌拟人化类型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可能存在消费动机

(利己动机 vs. 利他动机)的调节效应。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探讨:①品牌拟人化与绿色产品类型对消费者绿

色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②品牌拟人化与绿色产品类型交互效应的心理解释机制;③品牌拟人化与绿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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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型交互效应可能存在的调节因素,主要探讨消费动机的调节作用。 研究丰富了品牌拟人化与绿色消费

相关的理论基础与领域关联,拓展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作出购买决策时的认知-情感-行为意愿路径,为企业

品牌拟人化类型的选择、绿色产品的宣传、消费者绿色消费等提供现实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品牌拟人化

拟人化是指将人类特征赋予非人类实体,促使客体融入“人”的鲜活特征[9-11] 。 品牌拟人化则是聚焦于

品牌,将品牌视为类似人类特征的角色,并赋予其人类的特殊属性[12-13] ,其本质是将不具有生命力的品牌视

为人类实体,通过类人类属性触发消费者感知[14] 。 拟人化可以是人类的心理过程,可以是人类对客体的行

为倾向,也可以是客体本身所具备的人的属性,是特定条件下知觉主体感觉到非人客体具备某种人的

特征[15] 。
企业在考虑建设品牌拟人化形象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思考品牌拟人化(vs. 非拟人化)形象对消费者感

知、态度及行为意向的影响效果,目前关于品牌拟人化对消费者行为意图的影响大多围绕该问题进行基本

研究,尚未深入思考品牌拟人化不同类型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 进一步,学者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引

入品牌相关研究,认为品牌拟人化包括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是品牌通过拟人化方式塑造

成具有突出能力或技能的类人类形象,可以有效实现消费者所需的功能利益;温暖型拟人是品牌通过拟人

化方式塑造成具备温暖、热情、真诚的类人类形象,可以有效实现消费者所需的情感等其他社会利益[16-19] 。
作为品牌拟人化的重要划分类型,能力型拟人与温暖型拟人不断促使消费者产生更为积极的行为

意愿[19-20] 。
上述针对品牌拟人化的研究启发学者引入心理(中介)变量解释品牌拟人化对消费者行为意图的心理

机制。 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感知自由程度中介品牌拟人化沟通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20] ;品牌拟人化激发

消费者的人际认知,通过消费者的互动参与来促进消费者的价值共创意愿[21] 。 因而,品牌拟人化会显著

影响或通过相关心理变量的中介效应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18] 、品牌偏好[22] 、品牌态度[20] 等行为意图,
但少有研究深入探讨品牌拟人化与其他要素匹配所产生的消费者效应,如产品类型[3] 。 为此,基于刻板

印象内容模型,研究主要探讨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两种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交互对绿色消费

意愿的影响机制。
(二)产品类型

产品最早依据消费者购物习惯和搜索产品时付出的努力程度将产品划分为便利品、选购品和特殊

品[23] 。 由于不同形态的产品属性会影响消费者的搜寻行为,Nelson[24] 根据产品属性划分为搜寻品和体验

品。 在营销领域,学者普遍遵循功能型产品与享乐型产品、实用性产品与享乐型产品的划分标准[25] ,实用型

产品突出产品的有用性、实用性等功能性价值;享乐型产品突出体验、娱乐等情感性价值[3,26] 。
具体到绿色产品,该类产品是绿色营销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绿色产品在生产、使用及处置方面

相比传统产品具有优越的环境性能,有利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发展的可持续[1] 。 基于产品类型

分类标准,研究将绿色产品划分为实用型绿色产品与享乐型绿色产品。 实用型绿色产品是满足消费者健

康、安全、经济、质量等功能性利益的绿色产品;享乐型绿色产品是满足消费者情感、体验等社会性利益的绿

色产品[2] 。 绿色产品也可以兼具实用型和享乐型两种属性,当消费者感知到产品的实用性大于享乐性,则
认定该产品为实用型产品;当消费者感知到产品的享乐性大于实用性,则认定该产品为享乐型产品[27] 。 也

有学者指出,绿色消费利益诉求与广告信息交互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消费者会出于对产品的功能

利益或情感社会利益产生购买意图[4] 。
综合文献梳理,并基于拟人化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3] ,研究认为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与实用型

产品和享乐型产品存在一致性匹配关系,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型产品相匹配,温暖型拟人与享乐型产品相匹

配,并予以探究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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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或品牌形象的感知是影响消费者品牌评价、购买意愿等行为意图的重要因素。 依据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将品牌拟人化划分为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以其能力、技术等功能

性利益向消费者传递能力感知,温暖型拟人以其温暖、热情等情感社会性利益向消费者传递温暖感知[16,19] 。
因此,品牌拟人化所传达的“感知能力—感知温暖”两个维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积极效应。 另一方面,消
费者感知产品属性及价值主张也是影响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18] 。 Diamantopoulos 等[28] 指

出,当感知品牌来源国的能力属性,品牌的功能性突显;当感知品牌来源国的温暖属性,品牌的温度凸显。
基于意义迁移理论,品牌来源国的刻板印象可以迁移到品牌拟人化与绿色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当消费者

感知该品牌是能力型拟人化形象,实用型绿色产品传达的健康、安全、经济、质量等功能性利益更符合消费

者诉求;当消费者感知该品牌是温暖型拟人化形象,享乐型绿色产品传达的消费者情感、体验等社会性利益

更符合消费者诉求[2,17] 。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认为品牌拟人化(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拟人)与产品类型(实

用型产品 vs. 享乐型产品)存在一致性匹配效应。 能力型品牌拟人化向消费者传递品牌的能力信号,这与消

费者所要求实用型产品的功能性利益相匹配,即当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型产品匹配时,会促进消费者的绿色

消费意愿;温暖型品牌拟人化向消费者传达品牌的温暖信号,这与消费者所要求享乐型产品的情感及社会

利益相匹配,即当温暖型拟人与享乐型产品匹配时,会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品牌拟人化与绿色产品类型交互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H1);

 

当产品是实用型绿色产品时,能力型拟人(vs. 温暖型拟人)更易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H1a);
当产品时享乐型绿色产品时,温暖型拟人(vs. 能力型拟人)更易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H1b)。
(四)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感知质量是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质量或其他优越性的总体感知与判断[29-30] ,企业为消费

者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以此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从而提高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感知。 绿色感知质量

大多针对绿色产品而言,是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整体环境感知优越性的总体性判断。 目前大量文献表明,
绿色感知质量不仅可以促进消费者的认知、情感等积极反应,还能促进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31] 。 基于刻

板印象内容模型,品牌拟人化分为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是品牌所塑造的具备突出能力或

技能的类人类形象可以有效实现消费者所需的功能利益;温暖型拟人是品牌所塑造的具备温暖、热情、真诚

的类人类形象,可以有效实现消费者所需的情感等其他社会利益[17-18] 。 由此可以认为,能力型拟人向消费

者传达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功能性产品形象,温暖型拟人向消费者传达温暖、热情和友好合作,能力型拟

人(vs. 温暖型拟人)更易有效激发消费者高绿色感知质量。 另一方面,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型产品存在一致性

匹配关系,实用型产品与产品的功能性价值相关[3,25-26] 。 故当产品为实用型产品时,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

拟人)更易让消费者产生更高的绿色感知质量,从而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绿色感知质量中介品牌拟人化类型和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H2)。

 

绿色感知价值是指在作出绿色产品的购买决策过程中消费者对产品价值的感知属性,本质是利得与利

失间的利弊权衡[32] ,绿色感知价值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强烈。 学者往往遵循不同的逻辑从多个维度

对绿色感知价值进行划分。 Sheth 等[33]最早指出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是多维价值的综合函数,涵盖社会价值、
情感价值、功能价值、认知价值和情境价值五个维度。 Confente 等[32] 认为绿色感知价值包括功能价值、社会

价值、环境价值。 研究所指的绿色感知价值主要是其中的一个新维度,即绿色价值。 绿色价值是消费者感

知到所购买的绿色产品具备减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彰显环境保护意识等积极效用[34] ,当消费者感知到的

绿色价值越高,消费者更愿意产生绿色购买意愿。 此外,享乐型绿色产品是满足消费者情感、体验等社会性

利益的绿色产品[2] ,与温暖型拟人呈现一致性的匹配关系,旨在向消费者传达温暖、热情、环保意识体现等

情感价值。 当产品为享乐型产品时,温暖型拟人(vs. 能力型拟人)更易让消费者产生更高的绿色感知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当享乐型产品与温暖型拟人匹配,这能够让消费者产生更高的绿色感知价值,从而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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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绿色感知价值中介品牌拟人化类型和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H3)。

 

(五)消费动机的调节效应

消费动机是消费者产生绿色消费意愿、亲环境行为的重要驱动力[6] 。 基于双重关注理论,该理论假设

帮助他人的动机来自帮助他人获得相宜的自我利益和帮助他人不考虑自身得失两个方面[7] ,即从消费者角

度,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往往受消费动机(利己主义 vs. 利他主义)驱动。 利己主义动机由个人利益驱动,以
自我为目标导向,个体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行为决策;利他主义动机由同理心触发,以他人及社

会福祉为目标导向,个体依据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原则作出行为决策[8] 。 能力型拟人强调功能性利益,消费

者更容易受到利己动机驱动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购买行为;温暖型拟人强调情感及社会性利益,消费者更

容易受到利他动机驱动产生更强烈的亲环境行为。 具体而言,利己主义动机注重个人的利得与利失,能力

型拟人所传达的能力特征、实用型产品所传达的功能利益与利己动机匹配一致;利他主义动机注重他人及

社会的利益,温暖型拟人所传达的温暖特征、享乐型产品所传达的情感及社会利益与利己动机匹配一致。
再者,利他主义具备亲环境特征即亲环境行为[35] ,对于促进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购买意愿等具备积极

效应[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消费动机调节了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H4);

 

对于利己主义动机消费者,当实用型产品与能力型拟人匹配一致时,更易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H4a);
对于利他主义动机消费者,当温暖型产品与享乐型拟人匹配一致时,更易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H4b)。
综合上述推导,提出研究的基本框架,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三、预实验

预实验的目的主要是确定正式实验的刺激物。 依据天猫绿色家电、绿色食品、节水商品、新能源汽车

四大品类,新能源汽车作为绿色消费的“热点产品”成为实验一选择的重要刺激物。 同时,依据 3 名市场

营销领域的专家学者及 9 名硕士研究生的意见,选择新能源汽车、有机纯牛奶、原始黄金骆驼奶粉、可降

解塑料环保袋、变频空调、洗衣机等 6 种绿色产品作为实验的刺激物。 研究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的形式调

查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准确判断和熟悉度,共计 78 名被试,其中,预实验采用“我认为这款产品是环境友

好的” “我认为这款产品属于绿色产品”两个题项对绿色产品进行判断[36] ,被试均认为该 6 种产品是绿色

产品。 对产品的熟悉度排序依次为 M新能源汽车 = 6. 417,M可降解塑料环保袋 = 5. 983,M有机纯牛奶 = 5. 933,M变频空调 =
5. 7,M洗衣机 = 5. 567,M原始黄金骆驼奶粉 = 5. 383。 因此,实验刺激物选取新能源汽车和可降解塑料环保袋,并用

于后续的正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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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备选虚拟品牌

产品 虚拟品牌 占比(%)

新能源汽车

绿嘉 42
爱途 34
塞弗 24

可降解环保塑料袋

净源 26
优袋 38

百分百 36

　 　 为避免真实品牌所造成的产品熟悉度、产品美誉

度等干扰,正式实验全程采用虚拟品牌。 为有效设置虚

拟品牌名称,研究依据产品选择确定的专家小组进行头

脑风暴,并组织 30 名被试为每一刺激物选择一个适宜的

品牌名称,研究以消费者选择度最高作为虚拟品牌名称,
具体如表 1 所示:新能源汽车的虚拟品牌命名为“绿

嘉”,可降解环保塑料袋的虚拟品牌命名为“优袋”。

四、实验一

(一)实验设计

实验一的目的是通过情境实验来验证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如何共同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采
用 2(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拟人) ×2(实用型产品 vs. 享乐型产品)组间因子设计,验证假设 H1、H1a、H1b。
实验共有 150 名在校大学生参与,有效样本 116 份(能力型拟人实用品组 28 份,能力型拟人享乐品组 37 份,
温暖型拟人实用品有 16 份,温暖型拟人享乐品组 35 份),男性 60 名(51. 7%),女性 56 名(48. 3%),年龄主

要集中在 21 ~ 30 岁,受教育程度均在本科及以上。
实验一的刺激物是新能源汽车,通过互联网搜集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产品信息,形成四个实验情境的

刺激材料。 新能源汽车的实用型产品表现为通行自由、电动经济;享乐型产品表现为随心驾驶、绿行天下、
环保意识。 具体而言,能力型拟人-实用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绿嘉,我是新能源汽车倡导者,我致力于技术

升级、科技创新,电量持久,最长可以续航 301 千米哦”。 温暖型拟人-实用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绿嘉,我是

新能源汽车倡导者,低碳新生活,合加新能源,低碳无污染”。 能力型拟人-享乐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绿

嘉,我是新能源汽车倡导者,让您拥有更好的驾驶体验,一路有我相伴,出行请放心”。 温暖型拟人-享乐型产

品的刺激材料为:“绿嘉,我是新能源汽车倡导者,低碳出行,我们一起让地球更蓝、蓝天更蓝吧”。
(二)实验程序

首先,实验被试会随机阅读到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某一情境刺激材料。 阅读后,被试者回答有关绿色

消费意愿的量表,该量表参考劳可夫[37] 的绿色购买意愿量表,包括“我愿意收集和学习绿嘉的更多信息”
“我愿意推荐给我的亲戚朋友购买绿嘉”“我愿意把绿嘉介绍和推荐给我的家人”“如果需要购买我会购买绿

嘉新能源汽车”等。 之后,对品牌拟人化和产品类型进行操纵检验。 针对品牌拟人化消费者需要回答“我是

自信的”“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有效率的” “我是聪明的” “我是技能熟练的”等能力题项和“我是可信的”
“我是友好的”“我是热情的” “我是温暖的” “我是真诚的”等温暖题项[16] ,借助第一人称表达产品的拟人

化[9] 。 针对产品类型消费者需要回答“该产品是有效的” “该产品是有用的” “该产品是具功能性的” “该产

品是必需的”“该产品是实用的”等实用型产品题项和“该产品是享乐的”“该产品是令人激动的”“该产品是

令人愉快的”“该产品是令人兴奋的”“该产品是使人快乐的”等享乐型题项[38] 。 实验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七级量表(1 分代表完全不认同,7
 

分代表完全认同)。 最后,回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的相关信息。
(三)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即 F 检验:F 值用来衡量整个拟合方程的显著,F 值越大,拟合程度越

好;P 值用来衡量两组差异大小的指标,P<0. 05,表明两组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显示,实用型产品的的实用

性显著大于享乐型产品的实用性[M实用 = 4. 51,SD标准差 = 0. 53;M享乐 = 4. 29,SD标准差 = 0. 53,F( 1,114) =
148. 944,P= 0. 000<0. 05],享乐型产品的享乐性显著大于实用性产品的享乐性[M实用 = 5. 66,SD = 0. 46;
M享乐 = 5. 7,SD= 0. 53,F(1,114)= 193. 051,0. 000<0. 05],对产品类型的操纵检验成功。 对于实用型产品,
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表现更高的能力[M能力 = 4. 90,SD = 0. 42;M温暖 = 4. 81,SD = 0. 39,F ( 1,42) =
23. 204,P= 0. 000<0. 05],温暖型拟人比能力型拟人表现更高的温暖[M能力 = 4. 28,SD = 0. 39;M温暖 = 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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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0. 37,F(1,42)= 14. 882,P= 0. 000<0. 05];对于享乐型产品,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表现更高的能力

[M能力 = 5. 46,SD= 0. 42;M温暖 = 5. 32,SD= 0. 38,F(1,70)= 24. 297,P= 0. 000<0. 05],温暖型拟人比能力型拟

人表现更高的温暖[M能力 = 5. 93,SD= 0. 37;M温暖 = 6. 01,SD = 0. 31,F(1,70)= 68. 893,P = 0. 000<0. 05]。 因

此,对品牌拟人化的实验操纵符合预期。
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品牌拟人化、产品类型、绿色消费意愿量表信度 Cronbachs

 

alpha
依次为 0. 805、0. 878、0. 821。 研究采用单因素 F 检验,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为因变量,品牌拟人化类型

与产品类型为固定因子检验其交互效应。 结果显示,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对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效

应显著(调整后 R2 = 0. 644,P<0. 05),具体如表 2 所示。 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当新能源汽车表现

为实用型产品,相比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4. 68,SD = 0. 51;
M温暖 = 4. 64,SD= 0. 44,F(1,42)= 0. 09,P<0. 05];当新能源汽车表现为享乐型产品,相比能力型拟人,温暖

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5. 66,SD = 0. 49;M温暖 = 5. 69,SD = 0. 46,F(1,70)= 3. 614,P
<0. 05],具体如图 2 所示。 由此,验证假设 H1、H1a、H1b。

表 2　 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的交互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

来源 III 类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P
修正模型 78. 475 94 0. 835 3. 210 0. 002

截距 1844. 718 1 1844. 718 7093. 851 0. 000
品牌拟人化类型 16. 714 25 0. 669 2. 571 0. 016

产品类型 18. 219 31 0. 588 2. 260 0. 027
品牌拟人化类型

 

×
 

产品类型 22. 241 38 0. 585 2. 251 0. 025
误差 5. 461 21 0. 260
总计 2817. 641 116

修正后总计 83. 936 115

　 注:R2 = 0. 935(调整后 R2 = 0. 644)。

图 2　 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绿色

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

(四)讨论

实验一验证了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绿色消费意愿的

交互效应。 当新能源汽车产品表现为实用型,相比温暖型拟

人,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当新能源汽

车产品表现为享乐型,相比能力型拟人,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

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实验二更换刺激物,进一步验证二

者的交互效应,同时解释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心理解释机制,并检验消费动机( 利己 vs.
利他)在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之间

的调节效应。

五、实验二

(一)实验设计

实验二的主要目的包括再次验证实验一(H1、H1a、H1b);检验当产品为实用型时,绿色感知质量在品牌

拟人化与绿色消费意愿间的中介效应(H2);检验当产品为享乐型时,绿色感知价值在品牌拟人化与绿色消

费意愿间的中介效应( H3);检验消费动机在品牌拟人化类型与产品类型交互效应之间的调节作用( H4、
H4a、H4b)。 实验 2 采用 2(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拟人) ×2(实用型产品 vs. 享乐型产品) ×2(消费动机:利己

vs. 利他)组间因子设计,实验问卷共有 370 人在线填写,有效样本数量 355 份,男性 183 名(51. 5%),女性

172 名(48. 5%),年龄主要集中在 21 ~ 30 岁(81. 7%),受教育程度均在本科及以上。
实验二的刺激物是可降解环保塑料袋,通过互联网搜集与可降解环保塑料袋相关的产品信息,形成 4 个

实验情境的刺激材料。 可降解塑料袋的实用型产品表现为方便快捷、质量优质;享乐型产品表现为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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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绿色

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

环保美观。 具体而言,能力型拟人-实用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我是优袋,全降解材质、防漏水、承重质量好,
EBP 环境可降解塑料”。 温暖型拟人-实用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我是优袋,多一份用心、多一份可降解,超
大容量,EBP 环境可降解塑料”。 能力型拟人-享乐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我是优袋,在自然条件下可降解

循环,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温暖型拟人-享乐型产品的刺激材料为:“我是优袋,少一个袋子,多留一份洁

净,让白色污染远离地球,为子孙后代留住绿水青山”。
(二)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被试会思考“您往往出于什么动机购买绿色产品”,并回答有关绿色消费动机的量表题项,包
括“我认为自己是注重自身利益的购物者”“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我会仔细选择绿色产品”“在做出决定时,我
仍然会考虑产品的功能价值”利己动机题项[39-40]和“购买这个绿色品牌对我来说具有道德吸引力,因为商品

是以环保方式制造的”“该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符合我的道德价值观”“为了生存,人类必须与自然建立健康和

谐的关系”“当我购买产品时,我会寻找一些环保的信息”利他动机题项[41-43] 。
在完成对消费动机的测量后,实验被试会随机阅读到可降解环保塑料袋相关某一情境的刺激材料,回

答绿色购买意愿量表并对品牌拟人化和产品类型进行操纵检验,与实验一相同。 随后,回答有关绿色感知

质量和绿色感知价值的量表。 其中,绿色感知质量参考 Hashish 等[44] 的量表题项,包括“在环境问题方面,
该产品的质量被认为是最好的基准”“该产品在环境要求方面是可靠的”“该产品在环保性能方面是持久的”
“该产品拥有良好的环境形象”“在环境声誉方面,该产品具有专业的品质”等题项。 绿色感知价值参考杨晓

燕和周懿瑾[34]的量表题项,包括“使用该产品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使用该产品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

用该产品对社会发展有好处”“使用该产品有助于提高环保意识”等题项。 最后,回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信息,向实验被试发放 5 元的报酬奖励,告知实验目的,对被试表示感谢,实验

结束。
(三)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 首先,检验对消费动机的操纵是否成功。 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存在显

著差异,利己动机比利他动机更具利己性[M利己 = 4. 86,SD = 1. 18;M利他 = 3. 50,SD = 1. 23,F ( 1,354) =
457. 679,P= 0. 000<0. 05],利他动机比利己动机更具利他性[M利己 = 2. 46,SD= 0. 93;M利他 = 5. 47,SD = 1. 04,
F(1,354)= 267. 851,P= 0. 000<0. 05]。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用型产品的的实用性显著大于享

乐型产品的实用性[M实用 = 4. 78,SD= 0. 94;M享乐 = 3. 99,SD= 1. 19,F(1,354)= 361. 3,P= 0. 000<0. 05],享乐

型产品的享乐性显著大于实用性产品的享乐型[M实用 = 2. 79,SD = 1. 03;M享乐 = 4. 61,SD = 1. 65,F(1,354) =
15. 859,P= 0. 000<0. 05]。 因此,产品类型操纵成功。 对于实用品而言,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表现更高

的能力[M能力 = 5. 16,SD= 0. 76;M温暖 = 4. 39,SD= 1. 35,F(1,171)= 306. 292,P= 0. 000<0. 05],温暖型拟人比

能力型拟人表现更高的温暖[M能力 = 3. 05,SD= 0. 82;M温暖 = 3. 56,SD = 1. 33,F(1,171) = 16. 629,P = 0. 000<
0. 05];对于享乐品而言,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表现更高的能力[M能力 = 3. 87,SD = 1. 23;M温暖 = 3. 20,
SD= 0. 897,F(1,182)= 72. 017,P= 0. 000<0. 05],温暖型拟人比能力型拟人表现更高的温暖[M能力 = 2. 51,
SD= 0. 93;M温暖 = 5. 63,SD = 0. 76,F(1,182) = 385. 126,P = 0. 000<0. 05]。 因此,品牌拟人化类型实验操纵

符合预期。
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的交互效应。 绿色消费意愿量表

信度 Cronbachs
 

alpha = 0. 873。 结果显示,能力型拟人×实用型

产品、温暖型拟人×享乐型产品、能力型拟人×享乐型产品、温
暖型拟人×实用型产品的交互效应显著[F(3,351) = 20. 328,
P= 0. 000<0. 05]。 当可降解塑料袋产品表现为实用型,相比温

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4. 14,SD= 1. 32;M温暖 = 3. 99,SD = 1. 40,F(1,171) = 1. 396,
P<0. 05];当可降解塑料袋产品表现为享乐型,相比能力型拟

人,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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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1. 24;M温暖 = 4. 70,SD= 1. 44,F(1,182)= 1. 383,P<0. 05],具体如图 3 所示。 由此,再次验证假设 H1、
H1a、H1b。

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绿色感知质量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 0. 902,绿色感知价

值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0. 880。 当可降解塑料袋产品表现为实用型,相比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更能激

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质量[F能力(1,171)= 1. 834,P<0. 05;F温暖(1,171)= 1. 175,P>0. 05];当降解塑料袋产

品表现为享乐型,相比能力型拟人,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价值[F能力(1,182) = 1. 345,P>
0. 05;F温暖(1,182)= 2. 062,P<0. 05]。 为了验证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设置 PROCESS

 

模型 Model
 

8,样本量 5000,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的最低值(LLCL)和最高值(ULCL)之间不包含 0,则存

在中介效应。 数据结果显示,绿色感知质量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 1382,LLCI = 0. 076,ULCI = 0. 205),绿色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显著(β= 0. 096,LLCI= 0. 04,ULCI= 0. 15)。 通过回归分析执行样本量 5000 的 Bootstrap
抽样,绿色感知质量在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型产品对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β =
-0. 112,LLCI= -0. 1675,ULCI= -0. 0622,不包括 0)。 绿色感知价值在温暖型拟人和享乐型产品对绿色消费

意愿的交互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0. 0875,LLCI = 0. 0336,ULCI = 0. 1463,不包括 0),具体如图 4、5 所

示。 同时,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能力型拟人和实用型产品对绿色感知质量具有显著影响[F(2,354)= 29. 5,P
= 0. 000];温暖型拟人和享乐型产品对绿色感知价值具有显著影响[F(2,354) = 35. 316,P = 0. 000]。 即验

证假设 H2、假设 H3。
消费动机的调节效应。 研究以品牌拟人化类型、产品类型、消费动机为固定因子,以绿色消费意愿为因

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以上三个固定因子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作用显著[F(1,355) =
16. 102,P<0. 05],则消费动机(利己 vs. 利他)在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

中具有调节作用。 在利己主义动机下,对于实用型产品,品牌采用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

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5. 11,SD= 0. 72;M温暖 = 4. 56,SD= 1. 27,F(1,119)= 190. 794,P<0. 05]。 在利他主义

动机下,对于享乐型产品,品牌采用温暖型拟人比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M能力 = 2. 53,
SD= 0. 96;M温暖 = 5. 5,SD= 0. 95,F(1,133)= 85. 903,P<0. 05],即验证假设 H4、H4a、H4b。 为进一步验证消

Indirect
 

effect 为间接效应;Direct
 

effect 为直接效应

图 4　 能力型拟人与实用品交互效应的中介路径

Direct
 

effect 为直接效应

图 5　 温暖型拟人与享乐品交互效应的中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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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动机的调节效应,研究使用 PROCESS 程序的 Model8,样本量 5000,95%的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在利己主

义动机下,实用型产品与能力型拟人的一致性匹配(能力型拟人×实用型产品×利己动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

绿色消费意愿(β= 0. 153,LLCI= 0. 06,ULCI= 0. 24);在利他主义动机下,享乐型产品与温暖型拟人的一致性

匹配(温暖型拟人×享乐型产品×利他动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β = 0. 18,LLCI = 0. 097,ULCI =
0. 2255),即再次验证假设 H4、H4a、H4b。

(四)讨论

实验二再次验证了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绿色消费意愿的交互效应,此外,也验证了绿色感知质量

和绿色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当可降解塑料袋产品表现为实用型,相比温暖型拟人,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

消费者的绿色感知质量,从而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当降解塑料袋产品表现为享乐型,相比能力型拟

人,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价值,从而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同样,验证了消费动机

的调节效应,在利己主义动机下,对于实用型产品,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在利他主

义动机下,对于享乐型产品,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研究探讨品牌拟人化类型(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拟人)与绿色产品类型(实用

型产品 vs. 享乐型产品)的交互效应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及其反应机制。 通过一个预实验和两个正式实

验进一步验证假设并得出结论:第一,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对绿色消费意愿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对于

实用型绿色产品,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享乐型绿色产品,温暖型

拟人比能力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第二,绿色感知质量和绿色感知价值在品牌拟人化和

产品类型与绿色消费意愿之间起显著的中介效应。 对于实用型绿色产品,能力型拟人比温暖型拟人更能激

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质量,从而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对于享乐型绿色产品,温暖型拟人比能力型拟

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感知价值,从而促进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 第三,消费动机在品牌拟人化和产

品类型与绿色消费意愿之间起显著的调节效应。 在利己主义动机下,对于实用型产品,能力型拟人更能激

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在利他主义动机下,对于享乐型产品,温暖型拟人更能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

意愿。
(二)理论贡献

研究拓展了品牌拟人化的相关文献,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品牌拟人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品牌态度等

行为意图的影响,尚未深入思考品牌拟人化不同类型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 也有学者考虑到不同的品

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存在一致性的匹配关系,如产品类型[3] 。 同时,少有文献将品牌拟人化与消费者的绿

色消费意愿、绿色消费意愿挂钩,研究将品牌拟人化类型划分为能力型拟人和温暖型拟人,探究品牌拟人化

类型与产品类型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丰富了品牌拟人化与绿色消费的相关研究。
大量研究集中在消费者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对绿色产品[29,32,45] 、绿色购买意愿[31] 的影响,研究

拓展了品牌拟人化与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的相关研究。 感知质量是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及

服务质量或其他优越性的总体感知与判断[29-30] ,绿色感知质量大多针对绿色产品而言,是消费者对产品或

品牌整体环境感知优越性的总体性判断;绿色感知价值是指在作出绿色产品的购买决策过程中消费者对产

品价值的感知属性,本质是利得与利失间的利弊权衡[32] ,是消费者感知到所购买的绿色产品具备减少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彰显环境保护意识等积极效用[34] 。 研究将品牌拟人化、绿色产品类型作为绿色感知质量、
绿色感知价值的前因变量,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作为绿色感知质量、绿色感知价值的结果变量,拓展了

消费者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价值的认知-情感-行为意愿路径。
(三)实践启示

其一,研究为企业的广告设计及拟人化策略选择提供思考,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型或类型表现选择匹配

性的广告策略。 当企业向社会公众传递产品的实用属性,可以考虑能力型的拟人化策略让消费者感受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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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产品质量,从而产生积极的消费意愿;当企业向社会公众传递产品的享乐属性,可以考虑温暖型的

拟人化策略让消费者感受到企业温暖、产品价值,从而产生积极的消费意愿。 因此,企业可以基于产品属性

向社会公众传递能力信号、温暖信号。 在提倡绿色消费、低碳出行的新时代,新能源汽车在保障基本的安

全、可靠、实用等性能基础上,可以向消费者传递安全时尚、低碳绿色等信号,满足消费者对享乐、绿色环保

的情感诉求。
其二,企业还需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绿色感知质量与绿色感知价值。 在企业的营销活动中,一方面,企

业需要向消费者展示自身产品高质量的功能性效用;另一方面,企业还需要向消费者展示自身企业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注重社会环保利益的情感及社会性效用。
其三,企业需要注重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消费动机。 处于利己诉求动机的消费者更关注产品带给自

身的功能性利益;处于利他诉求动机的消费者不仅关注功能利益,更关注购买该产品带来的社会性利益。
针对不同购买动机的消费者,企业在进行销售或广告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当消费

者想购买物美价廉、性价比高的实用性产品时,需要着重传递该产品带给消费者的功能性利益。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实验的刺激物及刺激材料主要选择新能源汽车、可降解塑料袋,实验品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其他

绿色产品,促进社会公众对诸多绿色产品的认知与消费。 例如,实验缺乏田野调查,实验刺激物尚未考虑牙

膏、背包等消费者日常用品,需要用现实品牌支撑实验刺激的虚拟品牌。 对于实验被试,实验样本主要局限

于校园学生群体,缺乏更广泛群体的调查支撑。 同时,需要进行多次实验验证品牌拟人化与产品类型之间

的交互效应,思考其他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排除其他潜在变量的替代解释。 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品牌拟人化(能力型拟人 vs. 温暖型拟人)与产品类型(实用型产品 vs. 享乐型产品)对消

费者绿色消费意愿的边界条件,如权力距离、自我建构、品牌来源国等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同时,考虑到品

牌犯错、负面信息等变量给品牌拟人化、产品、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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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
 

Green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
 

consumers
 

practice
 

green
 

consumption
 

and
 

how
 

to
 

form
 

green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for
 

green
 

products
 

is
 

the
 

key
 

area
 

direc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research.
  

Therefore,
  

a
 

model
 

on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nd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brand
 

personification
 

(competence
 

personification
 

vs.
  

warm
 

personification)
 

and
 

green
 

product
 

typ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Brand
 

personification
 

interacts
 

with
 

product
 

types
 

to
 

influence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For
 

practical
 

products,
  

compared
 

to
 

warm
 

personification,
  

competence
 

personification
 

is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For
 

hedonic
 

products,
  

compared
 

to
 

competence
 

personification,
  

warm
 

personification
 

can
 

more
 

stimulate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Green
 

perceived
 

quality
 

and
 

green
 

perceived
 

value
 

mediat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brand
 

personification
 

and
 

product
 

types
 

on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Consumption
 

motivation
 

monito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rand
 

personification
 

and
 

product
 

types
 

on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it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brand
 

personification,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election
 

of
 

enterprise
 

brand
 

personificatio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products,
  

and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Keywords:
   

brand
 

personification;
  

green
 

perceived
 

quality;
  

green
 

perceived
 

value;
  

consumption
 

motivation;
  

g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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